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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长期以来，学术界对于社会经济地位和生育之间是相互促进还是相互阻碍的问题

一直存在着争议，为探讨当代中国农民的社会经济地位（家境）与生育行为之间的关系，从农民

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亲生子女数量的影响和亲生子女数量对农民后来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

的影响两个角度，构建了理论模型，在２０１５、２０１６年分别对湘中和豫东农村１４１８、１４１６个户主

家庭进行了调查，以各个家庭的子女数量为因变量，自变量分别为各个家庭当前社会经济地位、

户主父亲以前的家庭成分、户主性别、户主年龄、户主受教育年限等，对这些因素进行有序 ｐｒｏｂｉｔ

回归和研究。研究发现，无论在湖南农村还是河南农村，家境较好的家庭子女数量也较多，反

之，家境较差的家庭子女数较少；假定子女数量真的影响当前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回归分析表

明，子女数量对当前社会经济地位存在着正面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在中国农村“越穷越生，

越生越穷”的说法不符合事实，农民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和生育之间是相互促进的关系，家庭社会

经济地位在某种程度上的代际转移是一股强大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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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十年以来，我们的社会里流传着“越穷越生，

越生越穷”的说法，认为经济地位越低的人越喜欢

生孩子，而生得越多越导致经济地位降低。这个关

于生育与经济地位或社会经济地位之间关系的问

题是人口学研究较为关心的问题。具体说来，我们

关心两个问题：第一，农民的社会经济地位对亲生

子女数量的影响，即是否地位较高（或较低）的农民

子女数量也较多；第二，亲生子女数量对农民后来

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即子女数量较多（或

较少）是促进还是阻碍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提高。

一、“越穷越生，越生越穷”辩

　　人口学经验研究通常是定量研究，使用严格的
数据分析方法。就此而言，人口学是社会科学中较

为接近自然科学的学科。但是，一些敏感的人口学

家仍然意识到，虽然人口学具有方法学上的优点，

但它的另一大特征在于缺乏一个真正的学科理论

来统领经验研究［１２］。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西方学

术界兴起了一个名为演化人口学（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

ｄｅｍｏｇｒａｐｈｙ，或译为“进化人口学”）的新的研究领

域。所谓演化人口学就是生物演化论在人口学中

的应用，其解释逻辑基于这个假定———个体的生理

和行为总的说来是为自然选择所塑造的，以促进后

代繁衍［３４］。本文将借助演化论来考察所谓“越穷

越生”的问题①。

从达尔文演化论的视角［５６］看，如果假定喜欢

自己的孩子并想要更多子女的心理、行为倾向可以

遗传，可以想象：相较于没有这些倾向的个体而言，

２７

罗力群，等：农民的社会经济地位与子女数量之间关系的实证研究

① 可以把“自然选择”简单理解为“有差别的繁衍成功”（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
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ｓｕｃｃｅｓｓ）。演化主要通过有机体有差别的繁衍成功来实现，这一
点是理解生命演化的关键。关于对生物演化论及其在人类社会研究中的应

用的更详细介绍，可参阅罗力群《进化社会科学导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２０１６年。



那些具有这些倾向的个体将会留下较多后代，而这

些倾向也会随着生育活动遗传到下一代；即使最初

的人类群体中有很多个体不喜欢自己的孩子或不

想要较多子女，经过若干世代的自然选择—演化之

后，必然会出现绝大多数人类个体都喜欢孩子并在

某种条件下想要较多孩子的现象。考虑到生命及

人类演化史极为漫长而且个体之间存在着极其广

泛的变异，这种结局差不多是不证自明的。地位是

指个体在社会层级中所处的位置，表示个体掌控资

源、满足自己需要（包括生养子女）的能力。如果绝

大多数个体都有那种喜欢孩子并在某种条件下想

要更多子女的倾向，很难想象他们中地位较高的人

不会 将 自 己 的 地 位 优 势 转 化 为 繁 衍 成 功

（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ｓｕｃｃｅｓｓ）。倘若地位与生育成功之间

的转化发生了，我们看到的应该是这样一幅画面：

地位较高的人亲生子女也较多，而地位较低的人的

子女也较少①。

动物学研究表明，在大多数动物种群中，地位

较高的动物子女也较多［７］。较具体说来，关于非灵

长动物种群，研究者通常发现地位较高的雄性动物

有或更可能有更多子女；一部分研究表明对于雌性

也是如此，数量相当的研究则表明，地位对雌性动

物繁衍的促进作用在统计上不显著，这可能是因为

在非灵长动物里，通常雌性的地位和子女数量的分

化都不太明显。关于灵长动物种群，多数研究都表

明，无论对于雄性还是雌性，地位都能促进繁衍，即

地位越高，则子女越多或更可能有更多子女，对于

雄性尤为如此［８］。至于我们人类，国际学术界常常

认为，人类社会的一般发展阶段按先后顺序是：狩

猎—采集社会—园艺社会—农业社会—工业社

会—后工业社会。社会科学家和生物学家的很多

经验研究都表明，在各种各样的前工业社会里，地

位都促进生育成功，即地位越高的人子女也较多，

对于男性尤为如此［７，９１１］。

但是，前工业社会里地位与生育成功之间简单

明了的关系在现代社会变得复杂了。不少学

者［８，１２１５］都曾经指出，随着１９世纪后期以来工业化

的推进，西方国家发生了人口转变，不仅各国妇女

生育率降低了，地位较低的人也开始比地位较高者

生育更多子女。不过，这些研究在考察地位与子女

数量之间的关系时，只考虑某一家庭内的子女数量

或者说某一妇女的子女数量［７，１６１７］。在各个年龄层

次上，男性都比女性更可能发生婚外性行为［１８］，因

此更可能留下非婚生子女。再者，男性也可通过再

婚的方式生育较多子女。因此，如果分别考察男性

子女数量和女性子女数量及其地位之间的关系，也

许就会得出不一样的结论。而近些年来的研究表

明确实如此。在当代美国人口里，仅仅能发现男性

把以收入衡量的地位转化为生育成功，即男性的经

济地位越高，子女就越多；男性的教育和智力则与

其生育成功之间呈微弱的负相关关系；当代美国人

（不区分男女）的一般社会地位（即根据收入、教育

等指标综合衡量的社会地位）和生育成功之间没有

关系或是负相关关系［７，１９２０］。英国人口呈现出与美

国人口相似的模式———男性的经济地位与其子女

数量之间是正相关关系，但对男性和女性来说，教

育程度都与子女数量之间呈微弱的负相关关系［２１］。

而在瑞典、挪威、芬兰等欧洲国家，男性的收入和教

育都与其生育成功呈正相关关系，但女性地位与其

生育成功之间没有关系或是负相关关系［２２２５］。

某些研究者认为，在现代社会里，地位反而阻

碍生育成功。这些研究者通常潜在地认为，在各个

国家的总人口（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内存在这样的规律。演

化生物学家往往是以种群（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为单位来考

察生命现象的。在生物学里，一个“种群”指的是在

一定时空内生活的同种有机体的集合，它们之间较

为可能相互交配，例如某一地理区域内的猴子。而

在现代社会里，往往很难说一国人口近似于一个生

物学意义上的种群。与传统农业社会相比较，现代

社会的复杂劳动分工造就了多样化的社会群体或

社会阶层，使得社会分层复杂化［２６］。由整个国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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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社会，例如中国社会和美国社会，通常包括一

些主要的社会群体或社会阶层（例如农民和体力劳

动工人），这些社会群体或社会阶层之间存在着社

会经济地位的分化。很多研究表明，人们倾向于与

处于同一社会群体的人或具有相似地位的人通

婚［２７］。处于同一社会阶层的成员很可能在相似甚

至相同的居住区生活。再者，人类的社会行为应该

在很大程度上是在各个主要社会群体内发生的。

从整体看来，与由整个国家构成的社会比起来，社

会内部的一个个主要的人类社会群体似乎更接近

于生物学意义上的种群。于是，我们可以发现一些

有趣的现象，例如，很可能一个哈佛教授比一个中

产阶级的农民的孩子还要少，这些现象就像那些发

生在同一物种内部不同动物种群之间的现象。很

难想象，人类不服从于演化生物学规律。如果我们

也以生活在某地的某主要社会群体或社会阶层（例

如农民）为单位考察地位与生育行为之间的关系，

我们预期，这些关系也将符合演化论的预测。在社

会经济地位对子女数量影响这一问题上，我们应当

会发现，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人有更多亲生子女，

而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人则子女数量较少。

总之，所谓“越穷越生”的说法，即越是贫困子

女反而越多的说法，既偏离于生物演化论，也偏离

于已有的经验研究。

至于“越生越穷”或曰子女越多导致社会经济

地位越低的说法，如果我们把目光专注于某主要社

会群体或社会阶层，仅仅依靠常识就可判断，这是

一个荒谬的命题。社会经济地位应是一个相对的

概念，即个人及其家庭的地位是相对某个群体而言

的。一个北京或上海的大学教授有３个亲生子女，

难道会因此导致他及其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比只

有一个子女的情况下降低吗？也许我们能发现，由

于养育３个子女花费较多，他的家庭物质生活水平

有所下降。但我们绝难想象，他及其家庭在北京或

上海的社会经济地位就下降了。如果我们放宽视

野，并假定社会经济地位很大程度上是在代际之间

转移，我们倒是可以想象到，几十年以后，这个教授

的３个子女都长大成人，一个也成为高校教师，一个

做了公务员，一个经商发了财。显然，这时候他及

其家庭的声望要比只有一个孩子的情况下提高了。

而声望是衡量社会经济地位的一个重要维度。３个

孩子也可能从经济上扶持父母，因此他及其家庭的

经济地位也提升了。

同样的道理对农民亦然。即便能发现，有些农

民子女数量较多，短期内物质生活水平下降，但长

时段来看，子女数量多却能促进家庭社会经济地位

抬升。例如，子女能够通过帮助父母经营家庭产业

等方式来支持父母。也许有人会反对说，如果很穷

的农民生育了很多孩子，难道不会导致他及其家庭

的社会经济地位进一步下降吗？我们认为，基于前

面所述理由，整个看来，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农民

生育的子女也是较少的。通常情况下，除非一对地

位较低的农民夫妇生育了很多孩子，比如１０个，很

难想象他们会因为多生育了一两个孩子导致社会

经济地位进一步沉沦。这样一来，当我们把地位较

高与地位较低的农民放在一起考察的时候，就会发

现，对整个农民群体而言，子女数量较多对农民社

会经济地位的提升具有促进作用。

我们在上面假定代际之间存在着相对稳定的

社会经济地位的传承。事实上，很多文献支持这个

说法。社会经济地位的代际转移很可能在农业社

会最为明显，因为在农业社会中，多数人的阶级地

位完全由家庭地位决定，并且终其一生都难以改

变［２８］。在现代社会，社会不平等程度降低了，但是

仍然存在着职业与财富在代际之间的传承。许多

研究都表明，在现代西方社会［２９３１］以及包括中

国［３２３３］在内的其他社会中，个人的家庭地位与其职

业、收入和受教育程度之间都存在着明显的相关

性，尽管这些研究可能对各个国家在代际传承上具

有何等差别意见不一。

二、理论模型

　　本文研究第一个目标是考察农民的社会经济

地位对其亲生子女数量的影响。从演化论的逻辑

看，我们预期，若其他条件相同，农民社会经济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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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高，子女数量越多。此外，农民的年龄和受教育

程度也会影响其子女数量。假定农民年龄越大，越

可能受到传统的多子多福文化观念影响，并把这种

影响转化为实际生育行为。再者，年龄较大也意味

着可能有较多时间生活在未实施计划生育政策的

时代。因此，可以预期，若其他条件相同，年龄较大

的农民更可能拥有较多子女。中国传统上通常以

家庭里的某位男性为户主。较为可能发生的事是：

如果男性户主因为年老而去世，其妻成为户主。这

就会导致，女户主年龄较大，对应的子女数也相对

较多。假定受教育程度越高，受传统文化观念的影

响也越小。再者，受教育程度较高，也意味着结婚

年龄较大，从而婚姻持续期或生育期也较短，在生

儿育女上花的时间也较短。这两者都会导致，若其

他条件相同，受教育程度越高，子女数量越少。简

言之，我们预期，社会经济地位、年龄、性别和受教

育程度会影响子女数量。

本文研究的第二个目标是考察农民子女数量

对其以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如果子女能

以种种方式帮助父母，促进父母社会经济地位提

升，那么观察到有更多子女的父母，若他们的其他

条件与其他农民一样，我们预期他们现在拥有更高

的地位。考虑到代际之间相对稳定的社会经济地

位传承（而不管传承的具体原因是文化资本还是社

会资本，还是别的什么因素），如果我们观察到家庭

地位较高的农民，如果他们的其他情况与其他农民

相同，我们也预期他们当前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也

较高。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中国经历了一场飞速的

城市化历程，从农村到城市的移民成为城市人口增

长的主要来源［３４］。总体而言，与那些暂时性移民和

非移民相比，永久性移民更为年轻，并且他们曾接

受过更多的教育［３５］。如果我们在一个村庄内观察

到年龄较大的父母及其家庭，若其他条件相同，我

们预期这些人在农村的社会经济地位较低，因为一

些受过更好教育的农民已经移民去城市生活。既

然教育促进收入增长，受过较多教育的父母和他们

的家庭，其社会经济地位也会更高。

总之，我们预期，农民的当前家庭社会经济地

位受到子女数量、以前的家庭地位、受教育程度和

年龄因素的影响。此外，性别因素也可能对家庭社

会经济地位造成某种影响。

三、研究方法

　　（一）数据收集

２０１５年七八月份，课题组调查了湖南省中部邵

东县的香花、水东、高塘、小岭和藕塘这５个毗邻的

行政村。在湖南省统计局的官方网站上，可以看到

邵东县２０１４年人均ＧＤＰ为３０８万元人民币，同年

中国人均ＧＤＰ约为４６６万元。众所周知，中国东

部沿海地区以及大中城市的经济较为发达。邵东

县应当属于中国中等发展程度的县。

２０１６年１１月，课题组调查了河南东部沈丘县的

邢李庄、潘庄、孟寨等１２个毗邻的自然村。沈丘县属

于国家级贫困县，河南省统计局的官方网站显示，该

县２０１４年人均ＧＤＰ为２１４万元。我们在湘中的调

查地属于丘陵地带，少见人口密集聚居的自然村落，

这与坐落于黄淮海大平原的沈丘恰成鲜明对比。因

此，为了方便调查，课题组在邵东和沈丘分别以行政

村、自然村为单位进行调查。

课题组首先在当地派出所或村委会那里取得

关于各个村庄中各家户主的姓名、性别、年龄等基

本信息。然后课题组在每一个要调查的村庄找到

两个调查对象进行访谈。其中一个是年龄超过６０

岁的退休村主任、村支书或村会计，另一个是现任

村主任、村支书、村会计，或当地小学的老师，他们

都是中年人。在访问他们之前，课题组先给每位被

访者２００元人民币作为报酬。他们告诉课题组每一

个家庭户主的受教育水平、以前的家庭地位、其家

庭当前在当地的家境（社会经济地位）、曾经生育的

子女数量等方面的情况。

课题组的调查方法与美国人类学家武雅士［３６］

２０世纪六七十年代调查台湾农村妇女婚外性关系

时采用的方法较为相似。当时，武雅士“在每个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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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都访谈了两个男性，通常一位年龄较大……另一

位较为年轻。”

课题组之所以没有直接采访户主，是由于很多

农民对关于子女、以前的家庭地位和当前社会经济

地位等问题过于敏感。很多家庭都有超生的孩子，

他们不希望陌生人知道此事。为了检查两位被访

谈者所提供信息的准确性，在各个村庄里，课题组

也在当地亲戚、朋友陪同下直接调查了几个家庭。

在湖南邵东，我们得到了关于１４１８个户主的

数据，其中户主是男性的有１２４１户，户主是女性的

有１７７户，他们的平均年龄是５９８７岁（标准差为

１２８３，范围是２５～９７）。在河南沈丘，我们得到的

数据涵盖１４１６个户主，其中男性户主为１２６７人，

女性户主为 １４９人，平均年龄为 ５７９５（标准差为

１１７１，范围为２７～９７）。

（二）变量和统计分析方法

考察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子女数量的影响时，

我们以各个家庭的子女数量为因变量，自变量分别

为各个家庭当前社会经济地位、户主父亲以前的家

庭地位、户主性别、户主年龄、户主受教育年限等。

由于数据不满足线性假定条件，同时平行线检验表

明，数据不满足进行有序 ｌｏｇｉｔ回归所要求的比例优

势假定，我们把因变量子女数量当作定序变量处

理，把自变量和因变量带入了有序ｐｒｏｂｉｔ回归。

变量当前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取值为１，表示该

家庭当前在当地的社会经济地位较差，２表示该家

庭当前在当地的社会经济地位一般，３表示该家庭

当前在当地的社会经济状况较好。在２０１５年１月

份进行的试调查中，我们发现农民习惯于把他们的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分为３个类别“差的”“一般的”

“好的”。他们有时对更多的分类感到困惑，因此最

终我们采用了这种三分法来收集资料。

在湖南调查时，我们请被访者报告各户主父亲

以前的家庭地位。我们将之前的家庭成分简化为３

类，１分表示之前的家庭地位较差，２分表示之前的

家庭地位一般，３分表示之前的家庭地位较好［３７］。

在河南调查时，我们将各户主父亲以前的家庭

地位分为４类。１分表示之前的家庭地位较差，２分

表示之前的家庭地位一般，３分表示地位稍好，４分

表示地位较好。

被访者告诉了我们每户家庭户主的受教育程

度。受教育程度从低到高分为８个等级，分别是文

盲、小学、初中、高中、中专、大专、本科、研究生。为

了便于统计分析，我们把受教育程度重新编码为指

示受教育年限的定距变量。

关于户主性别变量，男性编码为 １，女性编码

为０。

考察当前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所受影响时，因变

量为当前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自变量分别是户主性

别、户主年龄、户主受教育年限、子女数量、户主父

亲以前的家庭地位。数据不满足线性假定条件和

比例优势假定条件，因此我们把自变量和因变量带

入了有序ｐｒｏｂｉｔ回归。

我们对从湖南农村和河南农村取得的两套数

据分别做了多个统计检验，这就涉及到西方学者经

常探讨的所谓多重检验（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ｔｅｓｔｉｎｇ）问题。我

们应对这个问题的主要措施是：汇报确切的 Ｐ值、

样本容量和ＰｓｅｕｄｏＲ２值，以此帮助读者研判统计分

析结果是否可靠①。

四、研究结果

　　（一）农民越穷越生？

我们调查的湖南邵东县农民的平均子女数量

是 ２２７，而河南沈丘县农民的平均子女数量是

２５０，前者显著低于后者（方差分析，ｐ＝００００）。

我们获得了两个县各自在２０１４年的人均ＧＤＰ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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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探讨多重检验问题的学者大概以生物学家、医学家和心理学家居多

（我们认为，科学方法应是统一的）。一部分西方学者主张，这时应以某种方

法调低作为小概率事件标准的 α值，常用办法包括各式各样的 Ｂｏｎｆｅｒｒｏｎｉ校
正方法。虽然我们有能力找到某种校正方法使得统计分析结果保持不变，我

们认为这类方法有些机械，故没有采用。而我们实际采纳的应对办法与

Ｇｒｅｅｎｗａｌｄ和 Ｍｏｒａｎ等人的主张在实质上更为一致。参阅 Ｇｒｅｅｎｗａｌｄ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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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ｈａｔｓｈｏｕｌｄｂｅｒｅｐｌｉｃａｔｅｄ？，Ｐｓｙｃｈｏｐｈｙｓｉｏｌｏｇｙ，１９９６（３３）：１７５１８３，以及ＭｏｒａｎＭ
Ｄ．Ａｒｇｕｍｅｎｔｓｆｏｒｒｅｊｅｃｔｉｎｇｔｈｅｓｅｑｕｅｎｔｉａｌｂｏｎｆｅｒｒｏｎｉｉｎ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ｔｕｄｉｅｓ，Ｏｉｋｏｓ，
２００３（１００）：４０３４０５。



（３０８万元和２１４万元）。如果以这两个数字分别

表示所调查两县村庄的经济发展水平及村民的经

济地位，我们容易得出结论：以上数字恰恰印证了

农民越穷越生的说法。

但是，如果我们把两县农民各自当作一个整体

看待，就会发现无论在所调查的湖南农民还是河南

农民中，都是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户主的平均子女

数最少（图１和图２）。河南数据还能清楚地显示，

随着社会经济地位提升，户主的平均子女数量也在

逐步增加。不过，由于没有控制户主年龄等变量，

这些关于子女数的粗糙数字很难让我们进一步可

靠地推论家庭地位对子女数量有何重要作用。

Ｐｒｏｂｉｔ回归分析结果清楚地表明（表１和表２），

控制了户主性别、年龄等变量以后，无论在湖南农

民还是河南农民中，都能发现家庭地位对子女数量

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家庭地位越高，则子女数也

越多（ｐ＜０００１）。在两套数据中，户主性别与子女

数量之间都呈负相关关系（ｐ＜０００１，ｐ＜００５），女

图１　不同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户主对应的子女数量①

图２　不同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户主对应的子女数量②

户主子女较多。这应该是由于女户主往往年龄较

大的缘故。在两套数据中，方差分析结果都表明，

女性户主的平均年龄显著高于男性户主（湖南女性

户主为５８９３而男性户主为６６４６，ｐ＝００００；河南

女性 户 主 为 ５７３４ 而 男 性 户 主 为 ６３１１，

ｐ＝００００）。也正如我们事先预期的那样，户主年

龄与子女数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ｐ＜０００１）。户

主受教育年限和户主父亲的家庭地位与子女数量

之间的关系都不显著。不过，在两套数据中，户主

父亲的家庭地位与子女数量之间关系的方向是一

致的，而且对应的概率值较小（分别为 ０３１９和

０４８５）。这似乎表明，户主父亲的家庭地位与户主

子女数量之间存在较微弱的关系，如果扩大样本容

量，这一关系可能变得统计上显著③。

表１ 子女数量在自变量上的有序

Ｐｒｏｂｉｔ回归（湖南数据）

自变量 系数 标准误 ｐ

户主性别 －０．３１５ ０．０８８ ０．０００

户主年龄 ０．０４５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０

户主受教育年限 －０．００７ ０．０１３ ０．６０６

当前家庭社会经济地位 ０．２２８ ０．０４８ ０．０００

户主父亲的家庭地位 ０．０６８ ０．０６８ ０．３１９

　　注：Ｎ＝１４１８，ＰｓｅｕｄｏＲ２＝０．０９７

表２ 子女数量在自变量上的有序

Ｐｒｏｂｉｔ回归（河南数据）

自变量 系数 标准误 ｐ

户主性别 －０．２３２ ０．０９６ ０．０１６

户主年龄 ０．０４７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０

户主受教育年限 ０．００５ ０．０１４ ０．７４９

当前家庭社会经济地位 ０．３３６ ０．０５６ ０．０００

户主父亲的家庭地位 ０．０２９ ０．０４２ ０．４８５

　　注：Ｎ＝１４１６，ＰｓｅｕｄｏＲ２＝０．０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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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湖南数据显示平均数±１个标准误差。
河南数据显示平均数±１个标准误差。
子女数量是一个计数变量。当因变量是计数变量时，研究者常常推

荐使用泊松回归。使用泊松回归模型有一个重要的假定条件：事件相互独

立。在生育问题上，农民是否生育了一个子女可能会影响他／她后续的生育
行为，即这里应用泊松回归可能违反其假定条件。而事实上，如果把同样的

因变量和自变量带入泊松回归，会得到与应用ｐｒｏｂｉｔ回归实质上一致的结果。
这里不再报告应用泊松回归的具体统计分析结果。



（二）农民越生越穷？

在湖南数据中，农民子女数量的范围是０～７；

在河南数据中，子女数量范围是０～６。家庭社会经

济地位是定序变量。如果把这个变量勉强处理为

定距变量，就可以以子女数量与平均家庭地位关系

作出图３和图４。而图３和图４都表明，没有子女的

户主的家庭地位最低，而且随着子女数量增多，家

庭地位也大致呈上升趋势。当然，由于没能控制户

主受教育情况等变量，这两张图也很难让我们得出

子女数量对家庭地位有何独立作用的可靠结论。

表３和表４表明，控制了户主年龄、受教育年限

等变量之后，无论对于湖南农民还是河南农民，户主

子女数量对当前家庭社会经济地位都具有显著的促

进作用，子女数量越多则家庭地位越高（ｐ＜０００１）。

也正如我们所预想的那样，在两地农民中，户主年

龄越大，则当前家庭地位越低（ｐ＜０１０；ｐ＜００５）；

图３　湖南农民户主不同子女数量对应的
当前家庭社会经济地位①

图４　河南农民户主不同的子女数量对应的

当前家庭社会经济地位②

表３ 当前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在自变量上的

有序Ｐｒｏｂｉｔ回归（湖南数据）

自变量 系数 标准误 ｐ

户主性别 －０．１９８ ０．０９６ ０．０３９

户主年龄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３ ０．０５４

户主受教育年限 ０．１３３ ０．０１４ ０．０００

户主子女数量 ０．１５９ ０．０３３ ０．０００

户主父亲的家庭地位 ０．１２３ ０．０７４ ０．０９４

　注：Ｎ＝１４１８，ＰｓｅｕｄｏＲ２＝０．０６４。

表４ 当前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在自变量上的

有序Ｐｒｏｂｉｔ回归（河南数据）

自变量 系数 标准误 ｐ

户主性别 ０．０６７ ０．１０７ ０．５３４

户主年龄 －０．００９ ０．００３ ０．０１３

户主受教育年限 ０．１２６ ０．０１６ ０．０００

户主子女数量 ０．２２０ ０．０３４ ０．０００

户主父亲的家庭地位 ０．１０７ ０．０４７ ０．０２４

　注：Ｎ＝１４１６，ＰｓｅｕｄｏＲ２＝０．０６１。

户主受教育越多，则家庭地位越高（ｐ＜０００１）；户

主父亲以前的家庭地位越趋向较好，家庭地位就越

高（ｐ＜０１０；ｐ＜００５）。当然，户主年龄对家庭地

位的作用较为微弱，表现为系数值较小（分别为

－０００６和－０００９）。现有的理论和经验似乎无法

说明户主性别对家庭地位的作用。河南数据显示户

主性别对家庭地位的影响不显著。而湖南数据则表

明，女户主的家庭地位显著较高（ｐ＜００５），这可能

是由于当地某种未知的特殊条件所致。

本节呈现了４个有序ｐｒｏｂｉｔ回归的结果。如果

采用同样的因变量和自变量进行 ４个有序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都会得到与这里一致的结果（具体统计分析

结果略）。

五、讨论

　　课题组实质上复制了佐藤宏等［３８３９］关于中国

农民代际地位转移的研究结论，即２０世纪５０年左

右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人家，改革开放后其子弟也

８７

罗力群，等：农民的社会经济地位与子女数量之间关系的实证研究

①
②

湖南数据显示平均数±１个标准误差。
河南数据显示平均数±１个标准误差。



倾向于有着较高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第一，众多

研究［２９３３］表明，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社

会经济地位在某种程度上的代际转移都属正常现

象。第二，匈牙利也发生过相似的地位代际转移现

象。与中国相似，匈牙利１９４９年建立了社会主义国

家，１９５０年代推行了农业集体化。１９６０年代后期匈

牙利进行了市场化改革，而１９８０年代早期匈牙利新

兴的农民企业家阶层主要是１９４９年前家境中等或

富裕的农民家庭子弟［４０］。

如果所谓农民“越穷越生”的说法是正确的，我

们理应发现，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越高，则子女数量

越少。我们发现，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河南沈丘农

民的子女数量多于湖南邵东农民。这似乎支持农

民“越穷越生”的说法。但是，如果我们像进化生物

学家那样从“种群”的层面考察，把两地农民当作两

个整体，我们自然就发现，正如演化论所预测的那

样，在两个群体或两个“生活世界”内部并不存在所

谓“越穷越生”的规律，我们的数据呈现相反的

规律。

有可能在我们调查的两个地方，由于某种或某

些未知原因，恰巧不少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人家第

一胎或前几胎是女儿，在男孩偏好的影响下，他们

继续生育，从而导致家境较好的人家子女较多；简

言之，家境好的人家子女较多是男孩偏好的结果，

而不是家境好的结果。按照这种推理，家境较好人

家的子女性别比应该较低。但事实上，我们的数据

显示，随着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提高，子女性别比也

提高了［４１４２］。

如果农民“越生越穷”的说法正确，我们预期应

发现，子女数量越多，则当前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越

低。假定子女数量影响家庭地位，我们做的回归分

析表明，子女数量对家庭地位具有促进作用。正如

我们在前文所说，农民“越穷越生，越生越穷”的说

法违反理论、以往的经验研究或常识。而我们又看

到，数据表明，这个说法也违反湘豫农民的现实情

况。所谓农民“越穷越生，越生越穷”，很可能仅仅

是个长期以来流传的神话而已。

问题是，这个神话是如何被当作真理而流传开

来的？可能有两个主要原因。第一，长期以来有关

部门的宣传，这种宣传大概在小学时代就开始了。

第二，我们（包括在农村出生、长大的一部分人）往

往习惯于从城市人的角度居高临下地看待农民。

从这个角度看，正如从山巅遥望山脚下的芸芸众

生，农民被当作一个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整体看

待，而忽略了他们内部的分化。于是，农民越穷越

生，越生越穷。如果我们能真正从农民自己的角度

看问题，从农民所属的当地群体的角度看问题，恐

怕就会得出不一样的结论。

在国内学者所做的经验研究中，慈勤英等可能

与本文研究相对较有可比性。与本文研究相似，慈

勤英等也以单个区域———湖北宜昌西陵区的１０个

城市社区和夷陵区的５个村庄———为分析对象。她

们发现，无论在城市还是农村，子女数量与老年人

的经济收入、生活自理能力、精神慰藉和生活满意

度都不具有统计显著的关系［４３］。石智雷则发现，在

湖北农村，儿子数量与女儿数量都与４９岁以上农民

的健康状况、经济水平和生活环境具有统计显著的

负相关关系［４４］。而我们发现，即便把回归分析的对

象限制为４９岁以上的农民户主，并且也像石智雷那

样在回归分析中使用儿子数量和女儿数量作为自

变量，而不使用子女数量作为自变量，最后儿子数

量和女儿数量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之间的关系，仍

然同我们上面已报告的子女数量与家庭地位之间

关系相一致（这里不再报告具体的统计分析结果）。

慈勤英等及石智雷都主要依赖各个被访者的自我

评估来获取信息，而我们主要依靠熟悉当地情况的

第三方来获取信息。这可能是本文研究的一个优

势之所在。我们在初步调查中发现，当我们要求被

调查者报告自己家庭状况时，他们有时有意无意地

不提供自身的真实信息。例如，对自我期望较高或

不愿露富的人即便家境很好，也可能告诉我们，他

的家庭状况一般或很差。

但调查方式上的上述区别似乎也不足以说明

现有研究之间的可能冲突。郭志刚等使用关于中

国老年人的大规模抽样数据进行分析，发现一个老

年人的子女越多，那么子女对他／她的经济支持就
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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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多［４５］。如果子女的经济支持能衡量老年人的经

济情况，显然郭志刚等研究结论与慈勤英等及石智

雷是不太一致的。此外，穆峥等使用关于中国家庭

的大规模抽样数据发现，子女数量越多，则父母的

主观幸福感越强［４６］。如果主观幸福感能衡量经济

收入、精神慰藉、生活满意度和生活环境等方面的

状况，穆峥等的结论恐怕也偏离于那种认为子女数

量具有显著负面作用或没有什么显著作用的结论。

而这些作者使用的数据都主要来自被调查者的自

我报告。

从认识论层面看，观察中总是渗透着某种一般

性的理论或思想，不可能存在所谓纯粹客观的观

察。对于许多科学家和科学哲学家［４７４９］而言，这差

不多是自明之理了。伟大的物理学家爱因斯坦说：

“你能否观察到什么东西取决于你采用的理

论。”［５０］如果在中国各地农村，农民的子女数量和社

会经济地位通常不具有我们前述的相互促进的关

系，如果我们在某地农村发现这种关系的概率较小

（比如０．１），那么，在两个地方都发现这种关系的概

率必定更小（０．０１）。而我们真的在经济发展水平

和文化背景迥异的湘豫两地农村都发现了这种关

系。如果本文的结论确实可靠，或许我们将不得不

承认，演化论的视角是能帮助我们找到一些有趣而

诱人的洞见的。

本文研究也可能存在几点不足之处。第一，我

们依赖第三方（被访者）的主观评估来测量村民的

社会经济地位。如果我们能找到某种较为客观、可

靠的地位测量指标，那么也许能够更好地评估被访

者意见的有效性。我们曾经打算让村民自己报告

收入情况来测量他们的经济地位，但后来发现，村

民往往难以报告较为准确的收入情况，因为他们的

收入往往有多个来源，他们也在一年内多次出售农

产品，或者由于某种原因有意不报告真实情况。我

们也曾打算使用住房条件衡量村民的社会经济地

位，但住房条件似乎难以量化。第二，本文研究和

其他一些研究［７，２０２１］以当前或某一时间点的地位来

衡量生育期间的地位，进一步考察生育期间的地位

与子女数量之间关系。如果我们能直接考察农民

生育期间在当地的社会经济地位与子女数量之间

的关系，本来能更好地回答农民是否“越穷越生”的

问题。我们本可以通过向当地村民询问来直接获

取生育期间家庭地位的信息，但是农民的年龄各

异，回答这些问题也需要被调查者一一回忆当年的

情况，获得的信息很容易受记忆偏差的影响。最

终，考虑到社会经济地位的代际传承，我们以当前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变量来衡量生育期间的家庭社

会经济地位。第三，被访者可能由于某种原因未能

完全准确报告某些家庭的已生育子女。整个看来，

我们认为，考虑到被访者对当地农民家庭较为熟

悉，并且我们的样本量也较大，以上因素应该不至

于改变我们报告的社会经济地位与子女数量之间

关系的一般模式。

六、结语

　　本文主要考察了农民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子

女数量之间的关系。我们发现，对于农民而言，第

一，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子女数量有促进作用，表

现为当前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家庭子女数量也较

多；第二，子女数量对当前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也有

着正面的影响；第三，农民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在一

定程度上存在代际转移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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